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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变迁的折射:20世纪 50年代的

“毛人水怪”谣言初探＊

李若建

提要:论文回溯了 20世纪 50 年代发生在几个省的“毛人水怪”谣言 ,指
出这一谣言爆发是当年社会巨变的一种反应;谣言的实质是被重新建构的集
体记忆。在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中 , 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起了关键的作
用;在谣言传播过程中 ,民众呈现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 , 同时也存在理性的成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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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世纪 50年代初期 ,先是在华北的绥远 、察哈尔两省(今天的内

蒙古中部及河北省北部)的一些县爆发过有人“挖心 、割蛋 、抖肠子”的

谣言 ,一度在民间形成了恐怖气氛 。继后在华东局部地区大规模爆发

了“毛人水怪”(也称为“毛人水鬼”)的谣言 ,谣言的细节在传播过程中

有所改变 ,但是核心内容基本保留。主要是说:有一种伤害人的怪物

(毛人水怪),会伤害和割除人体的生殖器官 ,并用于给前苏联制造原子

弹。这一谣言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谣言之一 ,其传播范围跨越了

江苏 、安徽和山东三省 ,涉及几十个县 ,上千万人口 ,从谣言的大规模爆

发到结束 ,延续的时间超过一年 ,有百余人因此丧命 ,上千人被捕 。

目前有关这一谣言的研究 ,能够见到的文章仅有 1篇(张永松 、吴

志霄 ,1999)。由于公开资料很少 ,本文也仅仅是一初步探讨。

一 、谣言研究的宏观视角

　　什么是“谣言” ? 一种定义认为:一个“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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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为了使人相信 ,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 ,但是缺乏具

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” ,并“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”

(卡普费雷 ,1991:6)。美国社会学家特·希布塔尼的定义则是:谣言是

一群人议论过程中的即兴新闻 ,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 。

希布塔尼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 ,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

求一种答案(转引自卡普费雷 ,1991:11)。总体来说 ,谣言是一种特殊

的社会现象 ,其爆发突然 ,结束有时也突然 ,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现象 。

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 ,民众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 ,事后觉得匪夷

所思 。

因为谣言本身就带有神秘诡谲的色彩 ,因此对谣言的研究比较困

难。① 对谣言的研究 ,大体上有个人层面(包括心理和个人的人口学特

征)、社会群体层面和社会变迁层面等几种视角。

在个人层面的分析中 ,因为谣言是“口头的 、个人的 、非正式的传递

消息” ,“给人消息和情绪上的满足” , “有关一个引起公众兴趣的物体 、

事件或问题 ,从 —个人传到另 —个人的报告或未经证实的说明” 。这种

视角特别强调在谣言的传播过程方面 ,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能力在制止

或传播谣言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(勒莫 ,1999:23-24)。

在社会群体层面的分析中 ,谣言被视为集体性幻觉和偏执 ,这种研

究常见于对社会比较平稳时期的谣言分析。“一则谣言的历史 ,首先应

该是某一群体有能力互相交流的历史 ,而集体记忆 、实验的社会空间和

机遇则是用不同方法促成谣言形成的工具” (勒莫 ,1999:126)。

社会变迁层面的分析是把谣言视为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

副产品。有学者认为 ,对谣言的学术研究 ,实际上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

战。当时正值巨大的社会动荡 ,加上新闻管制导致民众对信息的不了

解 ,导致谣言蜂拥而来 ,对谣言的利用和研究也应运而生(参看奥尔波

特 ,200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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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上谣言的研究不多 ,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秘密社会与谣言的关系(刘平 ,
2002:186),有的注意到义和团运动中谣言的重要作用(柯文 , 2000),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

谣言在中国近代教案中的重要角色(苏萍 , 2001)。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孔力飞关于
中国谣言研究的杰出著作《叫魂》 ,该书从三个层次分析了民众 、地方官员及以皇帝为代

表的中央政府三者之间在一个恐慌性谣言中的行为与互动。从而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

社会的政治结构(孔力飞 , 1999)。 2003年 SARS事件过后 ,国内社会科学界曾经兴师动众
研究了 SARS 爆发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 ,但是很快烟消云散 ,对事件过程中的谣言并没

有深入研究。



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 ,像一个真的消息一样被传播 。这

一过程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 ,而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

幻觉(卡普费雷 , 1991:15)。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 ,社会秩序开始紊

乱 ,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 。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事变 ,

普遍处于一种焦虑 、躁动不安的状态 。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将做

出种种猜测 ,于是到处议论纷纷 ,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,以讹传讹的流言

和谣言将四处扩散(江万秀等 ,1991:8)。由此可见 ,谣言既是社会现

象 ,也是政治现象(卡普费雷 ,1991:19)。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大规模的

谣言进行研究 ,立足点应该是宏观层面 。

二 、集体行为和集体记忆的视角

　　从传说和传播过程看 ,“毛人水怪”是典型的谣言 ,根据民众在“毛

人水怪”中的反应 ,这一谣言更多呈现出集体行为的特征 。根据其内

容 、传播和影响 ,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这一谣言的形成和传播。

(一)集体记忆的重构

集体记忆(collective memory)虽然是一个由社会学家首创的研究 ,

但是近年来主要在人类学 、民俗学 、历史学 、文学等学科中成为一种流

行的研究视角。尽管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方法有一些批评 ,但是批评者

也认为 , 集体记忆是一种对难以捉摸现象的研究方法(坎斯特纳 ,

2003)。

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·哈布瓦赫最早提出集体记忆 ,并且发表了一

系列研究成果。认为记忆不仅是心理和生理的功能 ,实际上也是社会

的功能 ,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 ,是由于存在着“集体记忆” ,社会的

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 ,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回

忆的可能性 ,它是回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回忆的源泉(转引自苏联社会

学研究所 ,1987:89)。

哈布瓦赫 1945年死于集中营 ,他关于集体记忆的最主要著作《论

集体记忆》是后人出版的 。或许是这一原因 ,他没有留下关于集体记忆

的明确定义。哈布瓦赫指出“一旦一个回忆再现了一个集体知觉 ,它本

身就是集体性的了”(哈布瓦赫 ,2002:284)。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·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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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在为《论集体记忆》的英译本写的序言中 ,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

“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” (哈布瓦赫 ,

2002:59)。本文采取科塞关于集体记忆的定义 。

有学者指出 ,传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固定下来的谣言 ,是成为民族

口头遗产一部分的谣言(奥尔波特 ,2003:117)。而就传说本身而言 ,应

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体记忆 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 ,传说主要通过

文本 、戏剧 、小范围的口述等途径流传 ,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 ,一些

传说可能爆发成大规模的谣言 。

实际上“毛人水怪”是一个被激活的 ,并且根据特殊需要而重新建

构的集体记忆。如果这一观点成立 ,那么还必须回答为什么这一个集

体记忆会被激发 ,特别是它在什么样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被激发。

(二)谣言传播者和集体行为煽动者的群体特征

没有庞大的谣言传播者和煽动者 , “毛人水怪”谣言是不可能在如

此大范围爆发 ,并且产生巨大反响的 。谣言传播者和集体行为煽动者

是什么人 ,他们为什么要传播和煽动 ,是值得分析的问题。

大规模谣言的产生和流传与重大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 ,社会剧烈

变革时期往往也是谣言容易产生的年代 。有学者指出谣言所潜在要表

达的功能比其提供的表面消息更加重要。刺激谣言产生的因素越强

大 ,就会有越多的人加入到谣言传播之中(奥尔波特 ,2003:145)。显然

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的内在政治含义是刺激一些人加入传播的原因之一 。

建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空前变革时期 。土地改革 、镇压反革

命 、肃反 、取缔会道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,使旧的权力格局几乎被粉

碎 ,一部分旧的社会精英成为社会底层 。在改革开放以前 ,这些在社会

变革中失去权力 、资产的人群 ,往往被视为“阶级敌人” 。他们是一些

“变革中的受冲击者” 。这些人当中 ,不乏心怀不满而伺机反抗者 ,造谣

惑众就是反抗的方式之一 。在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 , “变革中的受

冲击者”起了一定的作用。本文力图把“毛人水怪”谣言放进当年的社

会变革中进行剖析 ,特别注意那些由于社会变革中利益受损 ,试图通过

谣言来发泄不满的情况。

(三)传播中民众的行为

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的传播过程中 ,相当一部分民众行为可视为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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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集体行为(collective behavior)” ,其中大量的是非理性行为;但也有相当

一部分在表面的非理性背后 ,却是理性和功利的 ,可称为“集体行动

(collective action)” 。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在中文中只差一个字 ,但是

含义却明显不同 。因此本文分别从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两方面剖析民

众的相关行为。

集体行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学概念。往往用于描述群体性

的非理性行为。这种行为的特点有:(1)感情上冲动 、动摇 、兴奋 ,可能

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,在这种情况下 ,可能放弃在正常情况下的法律和

道德的约束 ,做出越轨甚至是犯罪行为 。(2)在接受事物时存在暗示性

和轻信性 ,对传闻缺少理性批判精神 。对权威敬畏 ,对命令盲从 ,容易

被一些平时有号召力的人所利用。(3)对情况夸张 ,在是非判断上偏

狭 ,很难接受真情或者正确的意见(沙莲香 ,1994:119)。有研究指出产

生集体行为的三个条件是:(1)社会文化因素的诱导;(2)情境性猝发因

素 ,也就是一些突发事件;(3)煽动者的煽动(库珀 ,1989:114)。

集体行动的概念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·奥尔森 1965年出版

的名著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 ,集体行动被认为是广泛存在的 、团体追求共

同利益的行为 ,这种行为是理性的 ,是可以得到解释的(奥尔森 ,1995)。

根据福柯的观点 ,在古典时期 ,人们的疯癫意识与非理性意识一直

没有分开过(福柯 ,1999:195)。实际上 ,在 20世纪 50年代初期的中国

农村 ,社会发展程度与古典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因此民众行为明

显带有传统社会的一些非理性成份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 ,一直存在

着社区内部的共同利益 ,这种利益有时表现为对外来人的敌意和内部

的守望相助 ,这些在“毛人水怪”谣言传播过程中 ,均得到表现。

三 、谣言的起源

　　至今依然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描述“毛人水怪”谣言从产生到受控制

的过程 ,这里仅仅是一个粗略的回溯。不过通过这一回顾 ,大体上可以

对这一谣言的形成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,可以发现谣言实质是一个被

激活和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。

(一)谣言的源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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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谣言的产生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。根据 1953年 7月中共江苏

省委发出《关于平息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的指示》 。“毛人水怪”的谣言 ,始

于沭阳县房山区 ,蔓延 、波及苏北 35个县 、市 ,自 4月-10月 ,历时 6个

月才基本平息(江苏省档案局 ,1988:67)。这种说法不太明确 ,一是没

有说明谣言开始的时间 ,二是没有分析谣言的产生。可以肯定的是谣

言的产生在 1953年以前 ,因为至少在 1953年以前“毛人水怪”的传说

就存在。下面是几个具体例子:

(1)“水鬼毛人”谣言 ,在建国前的解放区就有发现 ,但未引起广泛

注意。1949年7月 ,该谣言曾经在刚刚解放的安徽蚌埠市流传(蚌埠

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33)。

(2)1949年 10月 8日 ,当时的连云港地区政府发出布告 ,号召群众

揭穿“水怪”谣言 ,追查破坏分子(新浦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2000:16)。

在镇压反革命前 ,连云港北部与山东省交界的赣榆县的会道门传播谣

言说 , “共产党放出水鬼毛人 ,挖人心人眼 ,扒孕妇的胎儿 ,送给苏联造

原子弹” 。这与后来的“毛人水怪”如出一辙(姜志超 ,1990)。

(3)1949年 10 月 ,与沭阳县相邻的灌南县局部地区流传“毛人水

怪”谣言 ,群众的生活 、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(灌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

会 ,1995:21)。

(4)1952年夏 ,有红三教道首在荇丝湖 、大运河—线奸污妇女 、行

劫客商。诡称“毛人水怪”(江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6:689)。

(5)远离沭阳县的山东省平邑县 ,在 1953年以前 ,公安部门就作过

平息”水鬼” 、”毛人”谣言的工作(《平邑县志》第 18编)。

如果把类似的谣言也考虑进去 ,可以发现谣言的源流实际上要广

泛得多 ,甚至于超出江苏 、安徽和山东三省。

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,主要在呼和浩特市周围地区和原绥

远省 ,1950年初内蒙古托克托县的一贯道有组织地散布“割蛋抖肠子”

的谣言 ,同年夏天 ,内蒙古清水河县 、五原县也有类似谣言(中国会道门

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 ,2004:204 、206 、225)。农民白天不敢下田 ,晚上不

敢独自睡觉。

1950年 7月间 ,谣言扩散到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 。会道门在河北

张家口地区各县造谣说“割蛋的人能飞檐走壁 ,一步迈一丈远。他们白

天藏在庄稼地里 ,晚上出来 ,使用迷昏药迷人 ,女的割乳房 ,男的剖鸡阉

蛋 ,用这些东西做药……”闹得人心惶惶 ,很多村子晚上几家并户 ,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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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集中站岗防卫 ,白天也不敢下地生产(程再德 ,1998:318)。其中蔚县

在谣言传播引起的恐慌中 ,个别人被民众无辜活活打死(中国会道门史

料集成编纂委员会 , 2004:75)。在谣言传播中 ,一贯道称割蛋和倒肠

子 ,是送到苏联造原子弹 ,并且装妖作怪 、施放硫磺毒弹 、投毒。到 8月

下旬 ,各地先后共捕获造谣 、投毒 、暗杀 、施放毒弹之反革命特务分子数

百名 ,割蛋谣言基本平息(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 ,1987:24)。

华北地区谣言的内容与“毛人水怪”大同小异 ,民众的反应与江苏 、安徽

和山东的民众如出一辙。

内蒙古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 ,在地理上与江苏 、安徽等“毛人水

怪”谣言流行区并不直接相邻 ,而早在 1950年初就有类似谣言 ,这进一

步说明谣言来源的复杂性 。由此可见 ,谣言的产生是很难搞清楚的 ,其

最大可能是源于一些古代的民间传说 ,而这种传说在特定的年代 ,因为

一些特定的事件而被重构后爆发流传。

(二)水利工程对集体记忆的激活

毛人 、水怪实际上源于民间传说 , “毛人”见于《山海经》等古籍(袁

珂 ,1985:83),后来不断有相关传说(武子冈 , 1993:866);水怪的传说至

少在战国李冰治水时就有(袁珂 ,1985:114),后来水怪 、水鬼更是古代

文学中常见的故事。这些由民间传说构成的一种虚幻的集体记忆 ,在

民间以口述的方式延续 ,并且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传播 。本来这种传

播是一种无意识的传承 ,更多的是一种民俗现象 ,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一

种民间的集体记忆会演变成一种大规模的谣言。笔者认为 ,谣言的爆

发是一个被激发的集体记忆过程 ,而这一过程中 ,治淮水利工程起了关

键的作用 。

中国历史上 ,水利工地往往是各种传说散布的地方 ,甚至是导致巨

大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。元末造反者暗地里在水利工地埋下一个独眼石

人 ,并到处传言“莫道石人一只眼 ,挑动黄河天下反” 。当治河河工挖出

这个石人时 ,联想到已经传开的谣言 ,认为造反是上天授意 ,终于引爆

了压抑已久的反抗情绪。

在传统社会中 ,信息传递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,由于交

通的不便 ,日常的社会生活平淡沉闷。当大量人群集中起来时 ,是社会

信息传播最快的时期 。除了战争之外 ,灾荒的流民 、皇陵的修建和大规

模水利工程是主要的人口集聚方式 ,也是各种信息大规模传播的时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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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毛人水怪”谣言产生的年代 ,中国依然带有强烈的传统社会色彩 ,因

此在水利工地上产生和传播谣言也不足为奇 。

关于鬼怪的集体记忆 事件激发 毛人水怪的谣言

治淮水利工程

图 1　水利工程对谣言产生的影响示意图

　　治淮工程导致谣言大范围传播 ,可能是三个因素:一是部分民工在

工作中产生不满情绪 ,二是周围地区农民逃避到治淮工地 ,三是社会变

革的受冲击者的刻意造谣和煽动。

1.民工的不满情绪

在“毛人水怪”的谣言爆发中 ,开挖新沂河工地和三河闸水利枢纽

工程工地起了重要作用。新沂河是沂河下游新辟排洪河道 ,于 1949年

着手开辟 ,1953年春完成;三河闸是 1952年动工 ,1953年完成的洪泽湖

调洪蓄水工程 ,是淮河入江水道的咽喉。这两个工程都是 20 世纪 50

年代整治淮河的重大工程 ,每个工程都动用了超过数十万民工。当这

些工程完成后 , “毛人水怪”谣言就在新沂河经过的沭阳县爆发 ,后在治

淮民工来源地的淮河流域各地爆发 。

毫无疑问 ,建国初期的水利工程是为民造福的工程 ,政府为治淮工

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。但是因为工程的动工在建国伊始 ,无论是政府

的财力还是管理水平均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。而民工付出的代价就更

大 ,因为工作过分劳累 、干部管理作风粗暴 、报酬偏低 、工期延误等等原

因 ,不能排除在几十万民工中会产生一些敌对情绪 ,甚至有意无意地造

谣和传播谣言 ,这或许是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爆发的真正原因。

例如 1950年 4月天津专区参加东引河施工的民工遭到大雨袭击 ,

3万民工工棚被淹 ,粮 、柴 、水断绝 ,引起大批民工散逃 ,数百人饿倒 ,重

病者 75人 ,轻病者 700人 ,死亡 6人(廊坊地区档案馆 , 1988:5)。被称

为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的原天津专署主要官员刘青山 、张子善的第一

条罪行 ,就是1950年春修河时盗窃国家资财 ,苛剥治河民工。其最甚

者以坏粮顶好粮 , 强迫民工食用(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4:

182)。

当时民工的生活条件相当艰难 ,发生过十几个民工在运送材料过

189

学术评论 社会变迁的折射:20世纪 50年代的“毛人水怪”谣言初探



程中被冻死的事件 ,也曾有过大规模的疾病流行 。1950年春季 , 30 万

民工中患各种疾病人数的比例达到 2.55%, 患者被送回家乡后 ,又把

传染病扩散 ,导致对工地的负面影响(淮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,

1993:11)。为了赶工期 ,民工的工作量极大 ,体力的消耗也达极限 。泗

阳总队3万余民工 ,当时除患肠胃病不能工作的4千人以外 ,劳动过度

而吐血的就有 700余人。宿迁总队很多干部也因劳累过度而吐血 。一

些有官僚作风的干部 、党员在被任务压得无计可施时 ,不时发生打骂 、

甚至绑押民工的现象 。据统计 ,其中大队一级干部 ,发生以上现象的就

有80多起(淮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,1993:14)。

三河闸工程动工比较晚 ,工程时间比较短 ,应该说民工的情绪比较

平稳 ,但是也出现过因工资过低 ,一度引起严重混乱的现象(高峻)。三

河闸不会是谣言最初产生的地方 ,但由于工地是一个只有 1.5平方公

里的地方 ,最多时云集 10万多民工 ,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谣言传播

地点 。江苏省泗阳县 1952年冬 ,有些参加建造三河闸工程回来的人造

谣惑众说:三河闸工地上民工被冻死 5 、6千人(泗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,

1995:575),不久“毛人水怪”的谣言就在当地爆发 。在安徽无为县的

“毛人水怪”谣言传播者中 ,也有一部分是参加挖河的民工(张永松 、吴

志霄 ,1999)。

2.农民逃避参加治淮工程

在治淮工程刚开始时 ,农民呈现出极大的热情 ,争先恐后报名参

加。但是当发现劳动强度大 ,而且报酬不理想时 ,这种热情就烟消云

散了 。

如新沂河工地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征集民工 ,由于开头没注意节约 ,

加上路上和雨天耽搁的时间多 ,参加冬季导沂工程的相当一部分民工 ,

除自己吃的之外没有粮食带回家 ,影响农民继续参加治淮的情绪 。再

动员报名上河工的时候 ,就有妇女说庄上会出“毛人” 、“水怪” ,不让男

人报名(淮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, 1993:8)。显然“毛人水怪”的谣

言成为一些民众消极对付治淮工程的一个借口。山东省鲁山县 ,1952

年初也发生过一些农民抗拒到治淮工地的事件(王廷栋 ,1996)。

3.社会变革受冲击者的煽动

认为劳动可以作为改造阶级敌人和坏人的手段 ,是当代中国的一

个重要政治理念 。因此把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放到治淮工程中进行改

造 ,使他们集中在一起 ,客观上让这些人得到了一个机会 ,制造或者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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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谣言 ,这些将在下一节具体分析 。

从上述情况看 ,治淮工程与谣言产生和早期扩散是紧密相关的 ,治

淮工程激发民众中的集体记忆 ,并且在工程结束后 ,把集体记忆扩散进

一步意识形态化 ,成为一个恐怖的谣言 。

四 、谣言传播过程的意识形态化

　　应该说 ,谣言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 。从河北的“割蛋 、

抖肠子”谣言开始 ,多多少少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府和亲近政府的

人。当谣言传播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 ,甚至于传播到与湖北相邻的六

安地区的过程中 ,有两点值得注意:一是意识形态的色彩进一步浓厚;

二是对政府持敌视态度的那些变革中的受冲击者群体兴风作浪 ,一些

会道门成员也趁机传播和扩散谣言 。

(一)谣言的意识形态色彩

谣言在爆发初期 ,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。1953年 4月间 ,江

苏沐阳县就谣传“政府放出毛人” , “要人眼 、人心 、奶头 、卵蛋” , “送苏联

造原子弹”(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334)。这一谣言体现出两

点 ,一是“毛人”是政府的 ,二是与苏联相关。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 ,这

两点不断被强化 ,甚至于具体化。明确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排除

在“毛人”的袭击对象范围之外 ,把受害对象界定为民众 ,刻意分化农村

社会群体。因此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 ,党员 、团员 、干部就成为民众攻

击的对象 。类似说法遍布安徽省中部的长江流域及北部的淮河流域地

区(张永松 、吴志霄 ,1999;五河县志编纂委员会 , 1992:37;滁州市地方

志编纂委员会 , 1998:795;含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18)。

在谣言传播中 ,干部和群众之间关系紧张。一些地区民众阻止干

部进村工作;有的进入圩镇的干部被说成“水鬼毛人” ,前来赶集的农民

纷纷逃散;卫生部门推广新法接生调查妇女怀孕情况 ,又被怀疑是为

“水鬼毛人”掏走胎儿提供线索……捆绑 、扣留 、殴打 、制造骚乱事件时

有发生。无为县曾有 7000 多人去乡政府捉拿“毛人” ,打坏乡政府门

窗 ,打伤 4人 。该县干部下乡追查“水鬼毛人”谣言 ,被当地群众围住 ,

被夺去枪支并非法扣押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217)。还有

191

学术评论 社会变迁的折射:20世纪 50年代的“毛人水怪”谣言初探



人趁机杀害干部(六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7:527)。到了 1954

年初 ,谣言出现了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份(霍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

会 ,1992:558)。说明谣言的针对性更加突出。

(二)文化传承和意识形态的重构

“水怪毛人”是被激活的集体记忆 ,不过不是记忆的简单重复 。如

果用科塞关于集体记忆的定义 ,可以把这一谣言当成是在新的时代背

景下被重新建构起来的一个传说 。从内容看 ,谣言大体上有传统文化

的直接传承和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两种主要成份(图 2)。

口述传说

文化传承

谣言

意识形态重构

社会变革

图 2　谣言的来源

　　1.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承 ,可以进一步细化为:

(1)超人神化 。鬼神具有超人 、超自然的能力是经典的传说。“毛

人水怪”具有这种能力。有谣言说“毛人水怪”一步能跨 7个山芋行沟

子(滨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8:816)。有传说“毛人”一蹦能上房 ,

一跃能过河(张永松 、吴志霄 ,1999)。也有的谣言称:“毛人”毛手毛脚 ,

手脚一伸就是火 ,刀枪不入(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4:448)。有

意思的是 , “毛人水怪”被认为怕光 ,谣传“`水鬼毛人' 不怕枪 ,不怕炮 ,

就怕点灯来睡觉” , “不怕火 、不怕枪 ,就怕红糖拌生姜”等等(安徽省地

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217)。因此许多地方夜晚不敢熄灯 。

(2)人体肢解 。肢解人体是历史上存在过的酷刑之一 ,许多历史传

说 ,特别是关于怪物的传说也有不少涉及到肢解人体 ,用人体某些器官

制造长生不老药物的说法。这些自然也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残留下

来。在“水怪毛人”谣言中 ,把制药变成了制造原子弹。

(3)民间素有强烈的生殖崇拜 ,这种崇拜有时被具体化为生殖器

官 ,甚至于扩大到女性的乳房 、胎儿 、女性分泌物的崇拜 。在谣言中 ,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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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肢解也具体化为对生殖器的肢解 。

2.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 ,也可以进一步细化为:

(1)官民矛盾 。民众与基层干部之间存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,

特别是基层干部代表上级 、执行上级意愿的情况下 ,官民之间的冲突和

矛盾就是一种常态。由于存在官民之间的矛盾 ,因此“毛人水怪”谣言

也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。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 ,谣言认为

“毛人水怪”伤害的对象是群众 ,而基层干部则可以无事 。

(2)中苏关系 。建国初中国与前苏联有过一段关系非常密切的时

期 ,正是这种密切让敌对势力把苏联作为攻击的对象 。在安徽省滁县

地区 、蚌埠地区和巢湖地区 ,都流传说“毛人水怪”是苏联派来的(滁州

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8:795;五河县志编纂委员会 ,1992:37;含山县

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18)。事实上 ,建国初期社会中就不断有关于

苏联的谣言 ,这种谣言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 ,可能与民间传统对欧美

人的好奇和抗拒心态有关。早在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中 ,就曾经流

传过从西方引进的照相机需要用眼球的谣言 ,这完全基于民间的形象

化联想和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的综合(柯文 , 2000:139)。在 1958年四

川省个别少数民族地区 ,苏联专家与中国妇女一起跳舞 ,引发了“苏联

人要来与本地女人配种”的谣言 ,成为局部叛乱的导火线之一(李凯恩 ,

1991)。由此可见 ,民间对异族的抗拒心理是广泛和根深蒂固地存

在的 。

(3)战争和原子弹恐怖 。从 19世纪开始 ,中国就陷入一系列的战

乱之中 ,因此民间存在着强烈的战争恐慌 。“毛人水怪”广泛流传的地

区 ,实际上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 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重

要的战场之一。前苏联在 1949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,1953年 8月爆

炸了第一颗氢弹 ,通过新闻媒体的渲染传播 ,广大缺乏科学知识的民众

对核武器产生了神秘和恐怖的心态 。谣言中有说 ,“美 、英 、法等 5国进

攻苏联 ,苏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 5国进攻.要中国提供女人奶头 、男孩

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”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217)。

3.“变革中的受冲击者”与造谣煽动者

在谣言制造和传播的过程中 ,除了普通老百姓之外 ,有两个重点人

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,一是普通越轨者 ,一是变革中的受冲击者。

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,都有一些越轨者。在谣言传播过程中 ,有一些

人利用谣言来达到图谋不轨的目的 。安徽蚌埠市在 1949年就有人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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扮水鬼 ,目的为恐吓群众 ,乘机盗窃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

216)。江苏盱眙县有人将其妻杀死在野地里 ,伪装为毛人所害(盱眙县

县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576)。安徽怀远县某男对某女图谋不轨 ,在黑

暗处游荡 ,被当成“毛人”而被痛打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3:

217)。不过从谣言的意识形态取向可以推断 , 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绝非简

单的普通越轨者所能作的 。

社会变革 变革的受冲击者
传说的意识

形态重构

制造与传播谣言

普通越轨者 谋利

图 3　谣言的传播者

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大量的 “变革中的受冲击者” 。比如在大

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,有大批人受到严惩 ,安徽省在 1950年 10月

至1953年 12月的镇压反革命中逮捕11万人 ,判死刑3万多人 ,徒刑近

5万人 。据皖北行署公安局统计 ,全区投入劳动改造的犯人 3.73万余

名。自1951年 8月起 ,送往治淮工地劳动改造 1.32万人 ,就地劳动改

造的 1.57万人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3:183 、179)。这些敌对

分子可能在治淮工地的谣言爆发中起一定作用。

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的爆发 ,给变革中的受冲击者一个绝好的反抗机

会。谣言很可能出于有意的造谣 ,也可能开始是出于无意 ,但是传播过

程中 ,相当一部分人是怀有恶意的 。

安徽霍邱县有一名原匪首组织匪众 6人 ,秘密开会 4次 ,四处造

谣 ,致使 5 个乡 、1万多人受到惊扰(霍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2:

558)。安徽省全椒县内两次出现“无头”怪物 ,群众惊恐。为此公安部

门逮捕并枪毙了伪装“水鬼毛人”者(全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88:

449)。到 1954年安徽省凤台县还有道首谎称“水鬼毛人” ,在全县散布

恐怖气氛(凤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8:114)。

这些造谣者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。比如安徽六安地区法院及各

县法院逮捕造谣犯 122人 ,其中包括土匪 、特务 、反动党团骨干 、会道门

徒和旧军政人员等 ,经审判 ,判处有期徒刑46人 、无期徒刑 1人 、死刑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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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(六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7:527)。江苏的江浦县因 “毛人

水怪”谣言先后逮捕 22人 ,其中有反革命分子 、地主分子 、兵痞流氓 、赌

徒 、巫婆等(江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486)。安徽霍邱县共逮捕

造谣生事者 156人 ,其中有原土匪 、恶霸 、会道门头子 、国民党军政人

员 、地主 、兵痞流氓等 ,判处死刑 3人 、徒刑 47人 ,教育释放 106人(霍

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2:558)。在华北的“割蛋 、抖肠子”谣言中 ,

政府一般把造谣者归咎于一贯道徒或者特务。1950年 1 月河北省龙

关 、赤城两县政府均组织民兵巡逻 ,对会道门 、烟民 、流氓 、反动地主 、富

农及敌伪还乡人员加强管制 ,强令他们白天生产 ,夜间集体住宿 ,不给

他们留活动空隙 。同时 ,开展展览宣传 ,揭露谣言真相 ,因此有效控制

了谣言传播(赤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2:416)。从这些局部数据

中可以发现 ,有问题的阶级异己分子 ,在被逮捕的人中占比较高的比

例。可见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是造谣的主体 。

五 、集体行为 、集体行动与社会控制

　　民众在“毛人水怪”谣言流传期间的行为 ,是值得认真分析的 ,而政

府有效控制了谣言的源头 ,阻止了谣言进一步传播 ,使社会恢复平静 ,

也是值得借鉴的 。

(一)集体行为

谣言在传播过程中 ,引起了各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。下面是一

些地区受“毛人水怪”影响的情况:

山东省郯城县 ,谣言蔓延全县 ,致使群众彻夜不眠 ,田禾荒芜 ,无人

安心劳动(《郯城县志·大事记》)。

在江苏省 ,谣言波及苏北 35个县 、市 ,历时 6个月才基本平息 。使

各种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,仅据 15个县 、市的统计 ,各种误伤事件就造成

群众伤814人 、死35人(江苏省档案局 ,1988:67)。在淮阴地区 ,群众集

体住宿 ,点灯睡觉 ,晚上风吹草动 ,猫跳狗跑 ,即疑为“水怪” ,惊慌叫喊 ,

持棍叉乱打 ,打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 。据统计全区群众被误打死 14

人 ,落水淹死 1人 ,吓死1人 ,被坏分子趁机杀死 3人(淮阴市地方志编

纂委员会 ,1995:1505)。泗阳县因此全县计误伤 71人(泗阳县志编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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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 ,1995:575)。灌云县先后打伤群众 81人 ,打死 5人 ,淹死 1人 ,

吓死 1人(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9:34)。滨海县民众白天不敢

下田干活 ,夜间集中住宿 ,学生不敢上学 ,每天太阳出得老高 ,才有人外

出行走 ,生产基本停顿 ,生活受到严重影响(滨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

1998:816),等等。

安徽和县为了防“毛人” ,个别乡甚至出现小村并大村(和县地方志

编纂委员会 ,1995 ,467)。肥西县为防“毛人” ,夜间男女老少拥挤一处

就寝 ,由强壮男子持锹 、锄或刀枪 ,彻夜守护 。有的地方民兵在混乱中

盲目放枪壮胆 ,造成伤亡 。还有人因过度惶恐而自杀 ,慌乱中挤撞致伤

多人(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4:448)。也有因男女集体睡觉 ,妇

女被辱 ,导致羞愤自杀的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217)。

当谣言传播时 ,民众的行为似乎匪夷所思 ,其实从集体行为的特征

来看 ,民众对谣言的反应基本上是被刺激起来的一次集体行为 ,这些行

为是可以理解的 。除了集体行为的特点之外 ,群体心理研究的开拓者 ,

法国的吉斯塔夫·勒庞就指出:群体的信念还有着残忍的特点(勒庞 ,

2004:53)。在谣言流行期间 ,确有一些被当成“毛人水怪”的人会被活

活打死。

(二)集体行动

在荒唐的集体行为的背后 ,依然有着相当理性的行为 ,这些行动可

以认为是一种集体行动。这种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

的传统社会结构 。在谣言传播过程中 ,普遍体现了传统农村社区的一

些特点 ,最为突出的是邻里之间在外部压力之下 ,体现出一种守望相助

的精神 ,及传统农村社区对陌生人的恐慌和不信任 。

安徽省谣言流行的村庄 ,村民普遍集体睡觉 ,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

来 ,持枪弄棒 ,枕戈待旦。所有窗户一律堵死 ,以防“水鬼毛人”钻入 。

户与户之间 ,墙壁均被打通 ,一旦发现所谓“水鬼毛人” ,便于运动“兵

力” ,与“水鬼毛人”搏斗 ,或作紧急疏散之用 。各村各地 ,梆声迭起 ,号

角声此起彼伏。到处是灯光长明 ,火光闪烁 ,一有响动 ,即认为是“水鬼

毛人”来临 ,便大声呼救 ,鸣锣吹哨救援 。有的用广播筒向邻村传播“毛

人情报” ,以提醒邻村加强防范 ,从而轰动全村 、全乡 、全区乃至全县(安

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217)。农民的这种行为 ,促进了谣言的

扩大化和恐慌心态的加剧 ,但是体现出传统社区的自救行为。在民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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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事情真相的前提下 ,许多行为是可以有合理解释的 。

被认定为“毛人”者 ,一般是外地人(张永松 、吴志霄 , 1999)。比如

华北的一些谣言说移民都是“抖肠子”的 ,有的地方因此发生了打死移

民的事件(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委会 , 2001:469)。如果追溯到

清朝的“叫魂”谣言 ,可以发现所谓的“叫魂”都是流动人口 ,比如流动的

工匠 、云游的僧人和乞丐。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都是“叫魂”事件的导

火线(孔力飞 ,1999)。这些与传统农村社会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心态是

一致的。

(三)社会控制

谣言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口头传播 ,前面分析了传播者主要是社

会变革的受冲击者 ,政府根据这一特点 ,对这些人重点进行打击 ,因此

有效控制了局面 。

而谣言刚开始传播时 ,可能是没有预计到其传播范围之大 ,对民众

的影响之深 ,地方政府并不太注意 。如在江苏省 ,1953年 4月沭阳县

谣言爆发 ,两个月之后 ,上级淮阴地委才批转了专署公安处《对沭阳县

平息谣言的几点意见》 。7月江苏省公安厅发出注意处理毛人水怪谣

言的指示 ,并派一位副厅长率工作组到淮阴指导平息谣言工作(淮阴市

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1505)。这时谣言已经扩散到苏北各地和安

徽部分地区。与江苏省相邻的安徽省同样也没有能够及时防范谣言在

境内的扩散 ,农村的局面一度失控 。为了制止谣言引起的骚乱 ,地方政

府不得不动员大量的人力。安徽省无为县县委副书记等 47名干警在

制止事态时被殴打捆绑和关押审讯 。骚动的群众烧毁 5名基层干部的

房屋家具 ,强行抢夺 12只长短枪支。省公安厅 、专署公安处 、县委 、县

政府立即派人率领公安大队 1个连 、公安干警 1个排 ,赶赴现场 ,采取

“争取教育 ,严厉镇压”相结合的政策开展工作 ,救出被扣押的干部 ,收

回被抢夺的枪支(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3:387)。

表1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,反映出当谣言扩散后 ,政府对谣言的传

播者进行的严厉打击 。除了逮捕和处决一些人 ,地方政府还通过公审

大会 ,现场判决等形式 ,对谣言的传播者起到震慑作用 。如无为县在全

县召开万人左右的大会 8次 ,其中有一次 ,当众枪毙 7名造谣生事 、打

人捆人的凶手(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3:387)。灌云县迫使 110

名传播谣言者在区 、乡当众反省认错(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9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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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表 1　毛人水怪传播过程中因造谣罪

名被逮捕 、处决人数①

地区 逮捕 处决

江苏省

盐城地区 209②

淮阴地区 307 38

宝应县 31

江浦县 22

灌云县 44 3

导沂工地 12

安徽省③ 128 20

六安地区④ 122 3

霍邱县 156

安庆地区 108

无为县 331 7

定远县 4

山东省郯城县 113

说明:①本表资料不完整 ,有地区资料的仅

列举地区数, 没有地区资料的列举县

的数据。

②处理案件数 ,包含处决在内。

③安徽省志的数据明显小于各地自

己统计的数据。

④六安地区数明显小于各县数字, 故

列出霍邱县数字。

资料来源: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8:

60;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

1995:1505;宝应县地方志编纂委

员会 , 1996:31;江浦县地方志编

纂委员会 , 1995;486;灌云县地方

志编纂委员会 , 1999:34;淮阴市

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, 1993:8;安

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3:

218;六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

会 , 1997:527;霍邱县地方志编纂

委员会 ,1992:558;安庆市地方志

编纂委员会 , 1995:334;无为县地

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3:387;定远

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 1995:32;

《郯城县志》大事记。

34)。通过强制性的方法 ,加上大

量干部下乡宣传教育民众 ,终至

谣言基本平息。

　　虽然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 ,

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起了重要的

作用 ,但是普通民众也是谣言的

传播者。安徽省官方也承认谣言

是由船民及来往群众自江苏传入

安徽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

1993:216), 无为县的传播者当

中 ,有行商 ,也有铁路工地和挖河

的民工等等(张永松 、吴志霄 ,

1999)。

政府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变革

中的受冲击者身上 ,这是一种有

效的措施 ,一方面可以避免打击

面太大 ,另一方面可以起威慑作

用。安徽省五河县 1954年 1 月

谣言传入 , 公安部门抽调干部

100多人下乡辟谣 ,取缔反动会

道门组织 ,逮捕大小道首 35 人 ,

2月底谣言平息(五河县志编纂

委员会 , 1992:37)。对一些谣言

的始作俑者 ,政府动用了强硬的

手段 。如江苏泗阳县一名参加建

造三河闸工程的人回来后 ,造谣

惑众 ,是谣言的源头 ,被法院处决

(泗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, 1995:

575)。

在打击制造谣言者的同时 ,

政府派出大批干部 ,深入谣言传

播区域 ,开展平谣工作 。召开群

众大会 ,运用具体事例揭发坏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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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造谣破坏活动 ,检举造谣者。要求干部不为谣言所惑 ,揭露谣言 ,

教育说服群众。派较强的干部组织少数可靠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 ,事先

对可能装鬼作怪的分子进行调查研究 ,监视其行动(安徽省地方志编纂

委员会 ,1993:218)。在这一过程中 ,基层政府有效控制了谣言 ,使农村平

稳下来。

六 、讨　论

　　从前面的描述和分析可知 ,“毛人水怪”谣言的爆发并非凭空产生 ,

当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时 ,或者社会中蕴含着强大的不安定因素时 ,民

间聚集的骚动能量没有得到疏通 ,就可能引发各种恐慌 。谣言的实质

是一个被重新建构的历史传说 ,作为集体记忆的存在 ,是民俗学家的研

究题目 ,作为重新出现 ,甚至于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 ,则是社会学要关

注的社会现象。

其实在此之前 ,类似的谣言已经存在 ,此后也没有真正绝迹 。有资

料显示 ,1955年安徽省来安县 ,“毛人水鬼”谣言又起 ,不过谣言很快被

平息(来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0:300)。1961年春 ,安徽省安庆地

区发生狼害。各地由此传出了“狼变人” 、“虎变人”等谣言 ,严重影响了

农村社会治安。公安处为此通知狼害地区 ,立即组织打狼除害 ,保障人

民安全 。狼害消除 ,谣言也随之匿迹 。1965年 5月 ,怀宁县一些地区

流传“天地要相合” 、“蟒蛇精 、鲶鱼精要动身 ,一些地方要化成四海”等

谣言。石牌镇 100多名群众聚集在一起 ,等待死难临头。经过反复宣

传教育 ,谣言逐渐平息(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,1995:334)。

不过对谣言的分析可以给后人一些启示 。

启示之一 ,谣言的爆发与民众的利益得失有关系 ,当民众感到利益

得不到足够保障时 ,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。有研究 19世纪末期印度瘟疫

期间的谣言的学者指出 ,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(阿诺德 , 2005:

210),如果认真研究谣言 ,不失为了解民意的一个渠道。

启示之二 ,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 ,多少都会利用机会进行反抗 ,传

播和制造谣言是反抗的手段之一。

启示之三 ,集体行为具有非理性的成份 ,是非常容易失控的 。但是

集体行为中可能伴随着理性的集体行动 。因此不可简单地过分夸张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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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行为的非理性 ,而应当多研究其后面的深层社会结构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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